	从“共产风”到“大饥荒”：中国知识分子回忆中的农村“大跃进”(1958-1961) 

文浩（Felix Wemheuer） 


　　（一）

　　1958年的秋天，中国政府宣布共产主义在中国“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1]中央政府认为通过人民公社和农村劳动力的军事化管理，中国可以在几年之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几年之后“大跃进”的战略完全失败了。1958年冬天到1959年春天，在中国开始出现“大饥荒”。

　　到今天人们还很难理解这个过程。大多数的西方和中国的学者研究的都是政府的政策和中央的内部斗争。八九十年代在西方Schoenhals（1987），Bachman（1991），Teiwes/Sun（1997）和Chan（2000）研究了不同的官僚派别或者毛泽东和其他的高级领导人在“大跃进”中的角色和作用。在中国最有名的党史学者的研究中，群众在所有的运动中的角色和作用都是被动的，作为主体。薄一波（1993）和李锐（1989，1999）写出的历史作品基本上就是党的决议和会议的历史。在中国和西方，研究关于农民和普通老百姓在“大跃进”中的经历很少。基层政权和党的基层组织在“大跃进”中的作用并未引起中共党史研究者的重视。地方干部经常充当了官方“大跃进”分析的主要替罪羊。

　　为了研究老百姓在“大跃进”中的历史，我用“口述史”（Oral History）的研究方法采访了一些老知识分子。本篇文章原引自我在德国鲁尔区波鸿大学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从共产风开始到大饥荒-中国知识分子回忆农村中的大跃进”。

　　（二）

　　为了更好地理解“大跃进”的发展，2002年我在北京采访了七个老知识分子。1958年时他们都是人民大学或农业大学的教师。当时为了支持“大跃进”他们被下放到了农村的人民公社。

　　利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我对他们的经历和回忆进行了分析。我认为“口述史”不能够完全客观的调查农村当时的真实情况，因为“大跃进”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之久，人的记忆力有限，并且在四十年之间，这些知识分子生活的经历及他们读过的书和思考也会影响他们对当时的回忆。

　　每个社会阶层和团体的回忆是不同的（Halbwachs 1985）。2002年的夏天我在河南就“大跃进”和大饥荒采访了几个老农民。他们回忆的主要是自己当时的生存问题和健康的情况。国家大的政策和每个运动的具体内容他们经常忘记，但是周围的人谁饿死了、谁有浮肿病他们记得很清楚。他们对当时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印象还特别深。知识分子的回忆就截然不同。在采访中关于中央当时的政策和每个会议的决议他们都记得，但是生存的情况和困难他们提起的比较少。

　　虽然人的回忆是主观的，但是“口述史”可以分析不同的团体怎么记忆自己的历史和经历。如果把“口述史”、地方调查和资料研究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大跃进”和理解普通老百姓的经历和地方政权的演进与发展。

　　（三）

　　1958中国知识分子[2]的政治处境比较困难。“反右派”运动刚刚结束，毛泽东当年发动了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改革。[3]这个改革打击了知识分子老师的权威和地位。特别是农业专家当时有很大的压力，他们必须为了得到“卫星田”的高产和农民竞争。例如：一次毛泽东对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专家说：“你们行还是农民行？秦杰说：还是农民行……我们打算明年超过农民。”（人民日报1958.8.13）在“每个农民是一个专家”口号之下专家的地位降低了。

　　我采访的知识分子在1958年是到河南，河北和北京的郊区下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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